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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知识经济时代，标准必要专利(SEP)对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意义重大，但其禁令救济滥用问题却愈发严

重。一些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借助禁令救济，实施收取高额专利许可费、非法搭售等行为，破坏市场公平竞

争秩序。《合同法》和《专利法》在规制此类问题时存在局限性，而《反垄断法》凭借其立法理念、主动

性、强有力的惩罚手段以及政策优势，成为规制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滥用的有效途径。我国已构建了以

《反垄断法》为核心，《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指引》等为补充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在司法和执法实践中取

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为进一步完善规制，应完善禁令救济的反垄断审查制度、行政指导制度以

及反垄断执法与司法的协调机制，以实现标准必要专利领域的利益平衡，促进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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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knowledge-based economy,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SEP) play a crucial role in in-
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owever, the abuse of injunction relief for SEP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serious issue, with some patent holders engaging in anti-competitive 
practices such as demanding exorbitant patent licensing fees and illegal tying, which disrupt the fair 
competition order in the market. The “Contract Law” and “Patent Law” have limitations in regulating 
such issues. In contrast, the “Anti-Monopoly Law”, with its legislative philosophy, initiative, 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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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nitive measures, and policy advantages,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way to regulate the abuse of SEP 
injunction remedies. China has established a legal and regulatory system with the “Anti-Monopoly 
Law” as the core and supplemented by documents such as the “Guidelines on Anti-Monopoly in the 
Field of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Certain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judicial and law en-
forcement practices, but there are still shortcoming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regulation, it is neces-
sary to improve the anti-monopoly review system for injunction remedies, the administrative guid-
ance system, and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etween anti-monopoly law enforcement and judi-
cial practices. This will help achieve a balance of interests in the field of SEP and promote techno-
logical innovation and market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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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标准必要专利(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SEP)已成为推动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重

要驱动力。其不仅是企业技术实力的象征，也是其在市场竞争中获取优势地位的关键因素。 
然而，SEP 禁令救济滥用问题日益突出：权利人通过申请禁令要挟实施者接受高价许可费、非法搭

售等不合理条件，破坏公平竞争并阻碍技术传播，部分案例中甚至未经充分谈判即启动禁令程序，加剧

实施者经营风险。 
国外学界对 SEP 禁令滥用的反垄断规制研究起步较早：美国学者从反垄断法原理出发，强调综合市

场地位、竞争影响等多因素判断滥用行为，如“苹果诉摩托罗拉”案中对市场竞争与消费者利益的考量；

欧洲学者则依托欧盟竞争法，以 FRAND 原则为核心平衡权利人与实施者利益，部分欧盟法院直接依据

该原则审查禁令请求合理性[1]。 
国内研究随 SEP 纠纷增多逐步深入，学者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本土司法实践展开研究：

部分学者从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切入，论证规制滥用的理论基础[2]。还有学者聚焦法律制度完

善，提出明确相关市场界定、优化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等建议[3]。 
尽管市场监管总局 2024 年发布的《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指引》已规范部分认定标准，但禁令行为判

定等领域仍存实践空白。 
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理论建构与实践操作双维度深化 SEP 禁令滥用的反垄断规制研究，通

过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完善规制体系的具体建议，为司法实践与立法完善提供参考。 

2. 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滥用概述 

2.1. 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的概念 

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是指法院在认定专利侵权成立后，依据权利人申请，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实

施侵权行为的一种民事救济措施。 
从规范层面考察，我国并未直接采用“禁令救济”这一术语，而是通过《民法典》第 1167 条“停止

侵害”责任与《专利法》特别程序规则的组合，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禁令制度。这种立法设计既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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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民法侵权责任的传统框架，又回应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特殊性。 
《民法典》第 1167 条作为权利救济的基础性规范，确立了“侵权行为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时，被侵权

人有权请求停止侵害”的原则。这一规定在专利法领域具象化为两类救济形态：裁判禁令(永久禁令)与临

时禁令。前者由《专利法》第 65 条赋予法院在侵权判决中责令停止侵权的权力，后者通过第 72 条创设

诉前行为保全制度，允许权利人在起诉前申请法院责令停止即将发生的侵权行为。以华为诉 IDC 案为例，

深圳中院在认定 IDC 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同时，依据第 72 条驳回其禁令申请，体现了临时禁令审

查对公共利益的考量。1 
专利法的特别规则强化了禁令救济的程序刚性。不同于一般民事案件，专利侵权纠纷中，管理专利

工作的部门依据第 70 条亦有权责令停止侵权，形成“行政–司法”双轨救济体系。2023 年修订的《专利

审查指南》进一步明确，标准必要专利侵权纠纷中，行政机关在认定侵权成立后，需同步审查 FRAND 许

可谈判的善意性，这种前置审查机制将禁令救济与技术标准的公共属性深度绑定。 

2.2. 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滥用的类型 

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滥用是指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不合理地利用禁令救济手段，以达到排除竞争、

获取不当利益等目的的行为。常见的类型包括拒绝许可型、附加不合理条件型、恶意诉讼型、重复诉讼

型与差别待遇型。 

2.2.1. 拒绝许可型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基于 FRAND 原则，有义务以公平、合理和无歧视的条件向标准实施方许可专利。

然而，拒绝许可型滥用是指专利权人无正当理由，违背该原则，拒绝向标准实施方授予专利许可。其具

体表现为，专利权人可能以实施方未接受其不合理的许可条件为由，即使实施方有意愿且愿意遵守

FRAND 原则，仍拒绝许可，且自身也不实施专利，意在排除竞争对手，维持其垄断地位。这种行为破坏

了标准必要专利制度旨在促进技术推广和产业发展的初衷，阻碍了标准的实施，限制了市场竞争，可能

导致相关产业无法正常发展，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2.2.2. 附加不合理条件型 
附加不合理条件型滥用，是指专利权人在许可时，强加与专利本身无关的不合理要求。例如，要求

标准实施方将免费或者不合理对价的反向许可等作为许可前置性条件，强制要求进行交叉许可并不提供

合理对价，禁止或限制实施方对专利必要性、有效性提出异议等。此类行为实质是利用专利的必要性，

将与专利无关的商业条款强加给实施方，若实施方不接受就申请禁令救济，这不仅增加了实施方的成本，

还可能排除潜在竞争，扭曲市场竞争秩序，违背了 FRAND 原则所倡导的公平合理精神。 

2.2.3. 恶意诉讼型 
恶意诉讼型滥用是指专利权人明知其专利许可请求不合理，或者明知对方未构成侵权，仍故意提起

诉讼并申请禁令。一些非专利实施实体(NPE)常采用此手段，他们通常不从事实际生产经营，而是通过持

有标准必要专利，提起大量诉讼，利用申请禁令给实施方施加压力，以获取高额许可费或其他不当利益。

这种行为浪费了司法资源，干扰了实施方的正常经营活动，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竞争环境，使企业不得不

将大量精力和资源用于应对诉讼，阻碍了企业的创新和发展。 

2.2.4. 重复诉讼型 
由于标准必要专利诉讼具有国际性，不同国家法院的法律和裁判标准存在差异。重复诉讼型滥用正

 
1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深中法知民初字第 85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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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这一特点，专利权人就同一标准必要专利，在不同地域或不同法院针对同一实施方多次提起诉讼

并申请禁令。例如华为与三星的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双方在多地法院互诉，形成禁令救济对峙状态。

这种行为意在通过多地诉讼给实施方造成诉累，干扰其正常经营，迫使其接受不合理的许可条件或达成

和解，破坏了司法秩序和国际商事交易的稳定性，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和诉讼风险。 

2.2.5. 差别待遇型 
根据 FRAND 原则，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应对条件相同的标准实施方一视同仁。但差别待遇型滥用是

指专利权人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标准实施方实行差别待遇，如在许可费、许可期限等方面设置

明显不同的条件，且对部分实施方申请禁令救济，以排除、限制竞争。这种行为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境，使得部分实施方因不合理的差别待遇而处于竞争劣势，影响了产业内的公平竞争秩序，不利于行

业的健康发展，也违背了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应遵循的公平、合理和无歧视原则。 

3. 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滥用反垄断法规制之必要性 

3.1. 规制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滥用之必要性 

在技术标准化与全球化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中，标准必要专利(SEP)禁令救济的滥用正成为阻碍创新

驱动发展与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的突出问题。规制此类行为的必要性，本质上源于对专利法激励创新宗旨、

竞争法维护市场公平价值以及技术标准推广公共利益的多维守护。 
首先，从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来看，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借助禁令救济实施的拒绝许可、差别待遇或

附加不合理条件等行为，实质是将专利的标准必要性异化为垄断工具——通过构筑技术准入壁垒或施加

不公平交易条件，迫使标准实施方接受不合理的许可条款，进而排除潜在竞争者、固化市场支配地位。

这种行为不仅违背《反垄断法》所确立的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原则，更直接消解了标准必要专利制度

设计中“技术共享、产业协同”的核心理念，导致创新资源配置扭曲、市场竞争机制失效。 
就创新激励机制的维系而言，恶意诉讼与重复诉讼型禁令滥用对产业创新生态构成系统性威胁。非

专利实施实体(NPE)或部分专利权人通过发起策略性诉讼并申请临时禁令，利用司法程序的时间成本与不

确定性，迫使实施方在商业谈判中妥协，形成“诉讼劫持”效应。此类行为使企业不得不将大量研发投

入转向专利诉讼防御，显著增加创新活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甚至导致中小企业因畏惧禁令威慑而退出

相关市场，最终削弱整个产业的技术创新动力。例如，在移动通信领域，频繁的跨法域重复禁令诉讼已

引发“司法竞赛”现象，不仅扰乱全球产业链的协同运作，更使标准必要专利的“必要”属性沦为利益博

弈的筹码。 
从技术标准的公共政策目标考量，标准必要专利制度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 FRAND (公平、合理、无

歧视)许可原则，实现技术创新成果的广泛传播与标准的高效实施。然而，禁令救济的滥用直接背离这一

目标：拒绝许可导致标准实施方无法获得必要技术授权，阻碍技术标准的落地转化；附加不合理条件则

破坏许可谈判的公平性，使 FRAND 原则流于形式。这种行为若得不到有效规制，将引发“反公地悲剧”，

即大量标准必要专利因许可壁垒无法被合理利用，最终抑制产业标准化进程与社会整体福利提升。 
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司法公信力的维护亦对规制禁令滥用提出迫切需求。滥用禁令救济引发的重

复诉讼、跨国平行诉讼，不仅导致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更因不同法域裁判标准的差异可能引发“禁令

冲突”，如华为与三星在中、美、欧等地的禁令互诉案件，暴露出司法程序被异化为商业竞争工具的风

险[4]。此类现象不仅损害司法效率，更可能因裁判结果的不一致削弱公众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信任，

动摇知识产权制度的合法性基础。 
从权利义务平衡的法律本质出发，标准必要专利权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权利行使必须受限于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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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禁令作为最严厉的救济手段，若脱离“必要性”与“合理性”审查，将导致专利权人权利过度扩张

与实施方合法权益的失衡。规制禁令滥用，本质上是通过法律机制重构双方权利边界，确保专利权人在

获得合理回报的同时，不致因禁令威慑剥夺实施方公平谈判与合法竞争的机会，从而实现“激励创新”

与“促进技术传播”的制度平衡。 
对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滥用的规制，不仅是矫正市场失灵、维护竞争秩序的现实需要，更是修复

创新激励机制、保障技术标准公共政策目标实现的必然选择。唯有通过立法完善、司法谦抑与产业治理

的协同作用，构建科学合理的禁令审查标准与滥用规制体系，才能使标准必要专利制度真正成为技术创

新与产业发展的助推器，而非利益垄断的藩篱。 

3.2. 合同法规制禁令救济的局限性 

在标准必要专利领域，合同法在规制禁令救济滥用时存在诸多争议。有学者认为，标准化组织依据

权利人所做出的 FRAND 承诺与标准实施者之间创立了居间合同，标准化组织为居间人，实施者为第三

方，规定第三方有独立请求权，专利权人依据 FRAND 承诺授予标准实施者生产销售权[5]，还有学者认

为，FRAND 原则可排除禁令救济[6]。然而，利用 FRAND 承诺来规制禁令救济实际上存在先天的缺陷。 

3.2.1. FRAND 原则概述 
FRAND 原则(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是标准必要专利(SEP)许可的核心准则，旨在平衡专利权人利

益与公共技术推广需求。其核心在于要求 SEP 权利人在许可专利时，必须以公平、合理的条件对待所有

潜在被许可方，且不得实施歧视性条款。这一原则的设立源于标准化组织(如 3GPP、IEEE 等)的规则，要

求成员在将专利纳入标准时承诺遵守 FRAND 义务，以确保标准的开放性和技术的广泛应用。 
可见，FRAND 原则的制度设计旨在通过规范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行为，保障标准实施者以公平、合

理且无歧视的条件获得专利许可，从而消除技术标准实施过程中的障碍。标准必要专利的“锁定效应”

具有显著的技术依赖性特征，当特定技术方案被纳入标准后，市场主体基于技术适配性要求、生产设备

投入、供应链整合等因素形成的转换成本，迫使其长期依附于该标准体系。这种技术路径的固化现象与

专利的排他性相结合，导致标准实施者在许可谈判中处于结构性弱势地位。 
FRAND 原则通过确立公平合理的许可条件和无歧视的交易规则，在专利独占权与标准公共性之间

构建了利益平衡机制。其价值内核在于：一方面承认专利权人对创新成果的合法垄断权益，另一方面通

过强制性规则约束权利人滥用市场优势地位，防止其借助标准锁定效应实施专利劫持。这种平衡机制既

维护了技术标准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又保障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

障。 

3.2.2. 禁令救济与 FRAND 原则之理论争议 
当前学界关于 FRAND 承诺与禁令救济的关系存在三种立场： 
第一种立场主张 FRAND 承诺排斥禁令救济。该观点强调，当 SEP 权利人作出 FRAND 承诺时，即

默示放弃了寻求禁令救济的权利。丁亚琦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这种制度设计可有效遏制专利劫持

行为——权利人可能利用禁令威胁迫使实施者接受不公平高价或不合理条款。此外，该立场认为损害赔

偿足以弥补权利人损失，禁令救济的必要性因此被消解。这种观点在欧盟司法实践中得到部分支持，如

华为诉中兴案中，法院将 FRAND 承诺履行情况作为禁令审查的前置条件。 
第二种立场则坚持 FRAND 承诺不排斥禁令救济，且不应限制禁令救济的颁发。王雅芬等学者通过

比较法研究指出，完全禁止禁令可能诱发反向劫持风险，即实施者利用 FRAND 原则压低许可费，损害

权利人创新激励[7]。该观点强调禁令作为私权救济的本质属性，认为在 FRAND 原则框架下保留禁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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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维持谈判双方的权利平衡。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微软诉摩托罗拉案中即采纳了这一立场，认

为 FRAND 承诺不必然排除禁令救济。 
第三种立场主张 FRAND 承诺不排斥禁令救济，但应限制禁令救济的颁发。王斌等学者提出，应通

过利益平衡原则构建禁令限制规则：一方面承认权利人的救济权利，另一方面设置严格的审查标准，如

要求权利人证明已履行 FRAND 义务且实施者存在恶意拖延行为[8]。这种中间立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得

到体现，如深圳中院在华为诉 IDC 案中，通过审查许可谈判过程、费率合理性等要素，最终认定权利人

滥用禁令构成垄断行为[9]。该模式既避免了绝对禁止禁令的弊端，又防范了权利滥用风险，符合我国产

业发展阶段的实际需求。 

3.2.3. FRAND 原则不排斥禁令救济 
笔者认为，从法律属性与制度逻辑分析，FRAND 原则不应当然排斥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 
首先，禁令救济作为民法侵权责任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法律地位由《民法典》第 189 条及《专

利法》第 11 条明确规定，具有普适性法律效力。在标准必要专利领域，完全否定禁令救济将构成对现行

法律体系的重大突破，可能引发权利救济体系的混乱。合理的规制路径应当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通过

反垄断法与专利法的协同适用，建立差异化的禁令审查标准，而非简单剥夺权利人的救济权利。 
其次，若绝对禁止禁令救济，可能诱发反向劫持风险。在缺乏有效威慑的情况下，部分实施者可能

故意拖延谈判或拒绝支付合理许可费，通过非法使用专利技术获取竞争优势。 
再者，FRAND 承诺的模糊性与标准化组织政策的空白，使得直接排除禁令救济面临现实障碍。

FRAND 原则的具体含义非常宽泛，没有标准化组织对此含义给出详细的解释或者作出公认的具体概念，

相关的判定都需要基于特定案件事实分情况界定[10]。这种制度设计反映了技术标准制定过程中，专利权

保护与公共利益平衡的复杂性。在缺乏明确规则指引的情况下，简单否定禁令救济可能超越现有政策框

架，引发国际协调难题。 
因此，FRAND 原则不排斥禁令救济，禁令救济也不当然违反 FRAND 原则，通过 FRAND 承诺以合

同法路径规制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存在其局限性。 

3.3. 专利法路径的不足 

学者袁波提出，限制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禁令救济是标准必要专利领域的重大问题，应根据专利法之

中专利侵权的基本原则限定禁令申请[11]。然而私法领域的专利法对标准必要专利的规制具有天生的劣

势。 
从本质上来看，专利法律制度是一种创新活动的激励制度，专利法的具体目的是维护专利权人利益，

推动专业知识普及化和科技创新。在法律制度层面，专利法被视为一种“合法的垄断”，具有更加明显

的“专利权人偏向”，其直接目标便是通过保护专利权人的权益，达到鼓励创新、促进社会进步的最终

目的。为了促进创新，专利法天生容忍了一定程度的垄断[12]。 
从现实出发，专利法律制度缺乏规制禁令救济的有效手段。虽然专利法对权利的保护期限和许可方

面做出了一定的规制与保护，但是其本质上依旧主要维护专利所有者的利益，所以在规制其权利滥用方

面的惩治力度小[13]。即使被认定为专利劫持，权利人仍可依据《专利法》第 12 条获得“合理许可费”，

制度设计中并没有“滥用禁令的赔偿责任”条款。尽管《专利法》第 54 条规定了公共利益强制许可，但

自 2008 年修法以来，我国从未正式启动过强制许可，从严格意义上讲，强制许可并不是一种惩罚性的措

施，专利权人依然可以获得许可费，并不会受到较大经济损失。 
因此，从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来看，仅依靠《专利法》规制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存在诸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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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制度性矛盾，注定需要反垄断法的协同规制，才能打破“私法保护有余、公共约束不足”的困局。 

3.4. 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滥用反垄断法规制之优势 

相较于民法与专利法，反垄断法规制标准必要专利具有其独特的优势。 
第一，反垄断法的立法理念为规制禁令救济滥用行为提供了有力支撑。《反垄断法》开篇明义，于

第一条即阐明了其立法宗旨：“旨在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激励创新，提升经

济运行效率，保障消费者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一宗旨与

FRAND 原则的核心精神不谋而合[14]。滥用禁令救济的行为本质上就是利用专利法与标准化赋予专利权

人的“垄断之垄断”，以排除、限制竞争的方式谋求非法利益，反垄断法以保护充分竞争为己任，可以有

效规制此类滥用行为。 
第二，反垄断法作为公法，具备私法所无法比拟的主动性优势。《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

反垄断执法机构有权对涉嫌垄断的行为进行依法调查，并鼓励任何单位和个人向执法机构举报。被授权

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不仅拥有依法强制执法的权力，还承担着依法履行职责的义务。它们能够主动发起审

查，对禁令救济的滥用行为进行有力规制和纠正。 
第三，不同于民法与专利法律制度，反垄断法配备了强有力的惩罚性强制手段。《反垄断法》第七

章以专章的形式规定了垄断者的法律责任，包括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等。这些严格

的处罚措施不仅具有威慑效果，同样也能够减少滥用行为对公平竞争造成的负面影响[12]。 
第四，《反垄断法》具有较强的政策性，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为我国产业

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在华为诉 IDC、诺基亚诉 OPPO 等案件中，国外科技公司都以其专利优势地位申请

禁令救济，以达到谋求更高的许可费、实施歧视性许可、拒绝许可或其他非法目的，这对我国企业的发

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而《反垄断法》凭借其惩罚性、主动性和灵活性，能够为我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提

供坚实的法律支撑和保障。 

4. 我国反垄断法规制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滥用规制的困境及纾解 

4.1. 我国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滥用规制的困境 

4.1.1. 相关法律法规之不足 
我国已构建起一系列用以规制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滥用的法律法规体系，其中《反垄断法》作为

反垄断领域的基本法律，对标准必要专利的反垄断规制具有指导性意义。该法明确，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的经营者不得滥用地位排除、限制竞争。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若在相关市场具支配地位却不合理申请禁令

以排除、限制竞争，可能构成滥用行为从而受到《反垄断法》规制。然而，就标准必要专利而言，其具有

同时具有专利的“法定垄断性”与标准的“锁定效应”[15]，现行《反垄断法》规定较原则，难以有效规

制。 
2024 年，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的《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指引》，则进一步细化和明确了相关规则，有

助于解决《反垄断法》针对标准必要专利的适用问题。其第十八条将滥用禁令救济界定为违反 FRAND 原

则、未经善意谈判迫使标准实施方接受不公平条件的行为，善意谈判是否开展是判定关键。第八条明确

善意谈判考量因素包括内容、期限等，以个案判断为原则。第四条、第十二条还细化相关市场与市场支

配地位判定标准，为执法司法提供具体依据，助力精准规制不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 
然而，在《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指引》中，对于如何具体判断禁令救济是否构成滥用，未给出详细

的操作指引。对于“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原则”的具体适用标准，未明确规定在不同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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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许可条件和费用才符合该原则。在实际案件中，对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提出的许可费用和条件，

难以准确判断其是否合理，导致执法和司法人员在判断禁令救济是否滥用时，缺乏有力的依据。 

4.1.2. 司法与执法实践困境 
在实践中，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始终积极履行职责，对涉嫌滥用标准必要专利(SEP)禁令救济的行为

展开了深入调查与处理。司法领域同样不断探索和完善对此类滥用行为的裁判标准，力求实现公正与效

率的平衡。 
以华为诉 IDC 案为例，华为与 IDC 的 SEP 许可谈判因费率分歧陷入僵局时，IDC 单方面向美国法院

申请禁令，试图胁迫华为接受高价条件。深圳中院审理认定，IDC 在谈判中存在过高定价、搭售等行为，

其禁令申请实质是以行政手段进行专利胁迫，扰乱市场竞争，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据此，深圳中院

判定 IDC 公司构成垄断，判令其赔偿华为公司 2000 万元，并驳回了华为关于 IDC 公司一揽子许可构成

捆绑搭售行为的诉求。 
这些司法判决不仅为当事人提供了公正的司法救济，更为后续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范

例，有力推动了我国在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滥用反垄断规制方面的司法实践不断迈向成熟与完善[16]。 
在执法层面，执法机构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界定相关市场和市场支配地位，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

不合理的禁令救济申请行为进行了严厉规制。以“高通反垄断案”为例，高通公司在 CDMA、WCDMA
和 LTE 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组合中占据 100%的市场份额，在无线通信终端基带芯片市场的份额也远

超 50%，具有绝对的市场支配地位。然而，高通在 SEP 许可中存在收取不公平高价专利许可费、非法搭

售及附加不合理条件等违法行为。2015 年 2 月 10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相关规定，责令高通公司停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并处以 2013 年度在我国境内销售额 8%的罚款，

共计 60.88 亿元。 
此次罚款不仅改变了高通在中国的专利收费模式，降低了国内手机厂商的生产成本，还在一定程度

上打破了高通的垄断局面，对中国乃至全球的无线通讯产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反垄断执法提供了有益参考[17]。 
然而，当前标准必要专利的执法与司法实践仍存在诸多不足。首先，在反垄断规制标准必要专利禁

令救济滥用的过程中，司法与行政联动机制问题凸显。一方面，信息共享存在障碍，司法与行政机关难

以迅速获取关键信息，导致执法司法不一致；另一方面，案件移送程序混乱、效率低下，协同执法也因

职责不明而显得松散。特别是在国际案件上，联动机制的匮乏使得我们难以有效应对国际竞争挑战[18]。 
其次，行政指导制度的缺失也给企业带来了诸多困扰。企业在标准必要专利相关活动中缺乏明确的

行为指引，容易引发反垄断纠纷；面对不合理的禁令救济申请，企业往往不知如何维权。同时，由于行

政指导的缺失，企业可能因不懂法而破坏市场秩序，行政机关也难以有效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4.2. 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滥用之困境纾解 

4.2.1. 建立禁令救济的反垄断审查制度 
2024 年出台的《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指引》第 8 条虽确立“四步谈判程序”，但尚未形成系统的禁

令审查制度，亟需构建预防性规制体系。 
标准必要专利的“双重垄断性”决定了反垄断审查的必要性。区别于普通专利，标准必要专利因纳

入技术标准而获得“法定垄断 + 市场锁定”的双重优势。我国《反垄断法》第 68 条虽禁止“滥用知识

产权排除竞争”，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重侵权认定、轻竞争审查”的倾向，导致部分禁令实质构成《反

垄断法》第 22 条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审查程序的启动机制需兼顾效率与公平，可以建立“法院与

反垄断机构主动审查 + 当事人申请启动审查”的双轨审查启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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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标准必要专利禁令的审查，应当全面深入。不仅要细致考察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在向法院或执法

机关申请禁令救济之前的谈判及协商行为，诸如其是否拒绝与标准实施者进行协商谈判、是否单方面提

高许可费率、是否存在违规搭售专利等不当行为，以及标准实施者在谈判协商过程中是否表现出善意，

是否提出了合理的报价并积极参与谈判；还要前瞻性地审视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在获得禁令救济之后，是

否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风险，以及未来其是否会违背 FRAND (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或者拒绝

向标准实施者授权等潜在问题[19]。这样的审查方式，旨在确保标准必要专利禁令的颁发既保护了专利权

人的合法权益，又维护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促进了技术的合理传播与使用。 

4.2.2. 建立标准必要专利的行政指导制度 
建立行政指导制度，发挥行政机关在诉前、诉后的指导作用，有助于有效规制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

济的滥用行为。标准必要专利制度的目标在于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推动专利的实施，以促进技术的

运用与创新，推动社会进步。禁令只是手段而从来不是目的，对专利权人与专利实施者而言，无论法院

是否颁发禁令救济都不是最佳解决方案。 
建立行政指导制度，可推动标准必要专利的实施，减少“专利劫持”与“专利反向劫持”，防止禁令

救济的滥用。行政机关的行为具有主动性、灵活性，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指引双方遵守相关法律规范，

避免一方主导许可谈判过程，造成不公平竞争的局面。反垄断执法机构深度参与谈判并给予专业行政指

导，是推动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许可谈判顺利进行的有效助力。一方面，有助于促进双方在许可协议上达

成一致意见，减少因意见分歧导致的谈判僵局；另一方面，能主动防范各类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行

为。 
在禁令颁发前，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行政指导同样不可或缺，其能够有效规避未来可能出现的排除、

限制竞争效果。当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的相关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时，反垄断机构凭借自身在专业

领域的深入研究与丰富执法经验，可在法庭中发表专业意见，为司法机构提供极具价值的参考。这有助

于司法机构更精准地识别案件中潜在的垄断风险，从而做出更为科学、公正的裁决，维护市场竞争的公

平性与有序性，确保标准必要专利领域的健康发展。 

4.2.3. 建立反垄断执法与司法的协调机制 
目前，我国执法机关在标准必要专利(SEP)领域的反垄断处理上，仅高通案一例得到正式处理，因此

执法经验相对匮乏，且尚未构建起完善的司法与执法联动协调机制。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下，当事人若

发现垄断行为，既可选择向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举报，也可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种并行处理机制有

可能导致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冲突，甚至出现同案不同判的尴尬局面。鉴于此，建立反垄断司法

与行政的联动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为有效避免资源浪费，预防潜在矛盾，当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期间，若反垄断执法机构启动调查程

序，法院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中止案件审理，待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结果出

炉后，再行恢复，并与反垄断执法机构保持密切协调与配合。 
此外，反垄断执法人员来自不同专业背景，具备处理此类案件所需的专业知识，能够攻克技术性难

题，在面对 SEP 领域的复杂问题时更加熟练。因此，在法院审理 SEP 禁令救济纠纷案件时，可邀请反垄

断执法机构人员出庭，就相关专业问题发表意见，为案件审理提供有力支持。 
同时，建议构建反垄断执法机构与法院之间的证据交换及信息共享机制。通过这一机制，可以有效推

动案件审理进程，避免司法程序中已获取的信息被反垄断执法机构重复收集，从而节省人力与时间，

提升整体办案效率。此举将有助于维护司法与执法程序的协同性和高效性，确保案件处理更加公正、

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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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剖析《合同法》与《专利法》在规制禁令滥用方面的制度性局限，反垄断法介入该领域的理论

合理性与实践必要性已清晰可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虽已初步构建起以《反垄断法》为核心、《标准必

要专利反垄断指引》为补充的规制体系，但在司法审查标准细化、行政指导机制构建及执法司法协同等

方面仍存在优化空间。未来需通过建立禁令救济反垄断审查制度、完善行政指导程序规则、强化执法司

法联动机制，实现标准必要专利权利行使与公共利益保护的动态平衡，为技术创新与市场竞争营造法治

化营商环境。本研究为我国在全球标准必要专利治理体系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垄断规制范式提供了

理论支撑，以期为司法实践与立法完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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